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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建设是维持和振兴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在阐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机制和异质性基础上，构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指标体系。以中国 278个城市 2010—2020年的面板

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

现：①“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②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积极影响；③“一带一路”倡议对基

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在“一带”和“一路”沿线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一带”沿线城市的政策效果显著强于“一路”沿线城

市；④进一步研究发现，科学技术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一带”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城市。“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虹吸效应”，产生空间负向溢出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经济复苏增长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丰富了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政府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以及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提供了理论和实

证依据，为政府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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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期，中国正面临下行的经济压力，寻找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压磐石”已成为中国亟需应对的难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保持和恢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受到重大事件冲击

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带来大规模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能带来诸如成本节约、环境改善和资本吸引

等间接效应。回溯到 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大规模建设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

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中国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王红建等，2014）。因

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以及投资回报

缓慢，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投资主体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兴趣不大。因此，辅以相应的政策干预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域涵盖中国 18个省级行政区，目的在于发挥区域间的比较优势，增强区域间

的协作，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小东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方面存在的比较

差距。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方面，对中

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仅有部分学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讨论，相关实证研究尚未有学者涉及，这与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支撑作用不相匹配。这为本文应用双重差分法探

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供了契机。本文首先能够为政府探索经

济复苏增长点提供启示，有益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其次，为政府及企业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策

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为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供了新的对外开放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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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就“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学者们于理论层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大意义、面临挑

战与机遇、实现的路径与框架、面临国家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余长林和孟祥旭，2022），为该领域的

后续研究搭建起理论框架，并为其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学者们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

家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中国直接投资的因素（陈升和过勇，

2021；戴翔和王如雪，2021；张铮等，2022）、影响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因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

的影响等领域（程中海等，2022；Chen et al，2022）。上述研究都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促进作用。然而，也有学者在理论层面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中国

沿线省际间缺乏联动与协同以及竞争错位等方面（郑志来，2015）26。

在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学者们将重心放在对沿线国家的影响上，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

沿线城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第一，产业经济视角。有学者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能促进沿线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助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对内陆地

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比沿海城市更为明显（傅京燕和程芳芳，2021）。也有学者认为学界对沿

线省际间的产业转移关注不到位，缺乏相关的激励制度，而且多关注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关注得

不够（郑志来，2016；Liu et al，2020）。第二，贸易合作视角。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充分挖掘了

民族地区的贸易进出口能力和潜力，而且显著促进了民族八省区外贸总额的增长和外贸结构的优化（蔡宏波

等，2021）。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对西部沿线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积极影响，但仍存在地区

发展不平衡、不稳定的现象（贺盛瑜和黄静如，2021；Liu et al，2020）。第三，区域经济视角。“一带一路”倡

议能通过外商投资和直接对外投资缩小省内收入差距和东西部收入差距，同时“一带一路”战略能够通过增

强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强化通商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郑志来，2015）27，在有利于东部地区

扩大开放水平的同时，提升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上，仅有部分学者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

例如，就西部沿线城市而言，对外联通基础设施不足是西南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主要挑战，

也是导致西部沿线城市经济开放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An et al，2021）。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既能为西

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筑牢基础，也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与西部区域的优势互补，因此利用区位

优势打通贸易和交通通道是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Wang et al，2020）。就沿线的沿海城

市而言，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中沿海城市的港口效率，发现目前港口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

一定的水平，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港口规模效益降低，不利于港口效率的提高（郑兵云和杨宏丰，

2021）。

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研究多集中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

及贸易水平提升方面，而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方面却较少提及，仅有部分学者在理论层面探讨了“一

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还未有学者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去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

施建设层面的政策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从研究视角看，现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实证研究并未涉及

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又是中国经济复苏的磐石，因而有必要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探究“一带

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②从研究内容看，虽有学者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一带一

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但并未回答其中的机制是什么？以及对“一带”和“一路”的政策效果是

否相同？因而有必要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的机制和异质性分析；③从研究指标看，由于

基础设施建设内涵丰富，学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衡量指标尚未达成一致，且多局限于评价交通、通信、电力设

施等方面，选择的基础设施要素相对不完善。因而有必要重构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科学指标体系。因

此，为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本文在利用熵值法科学构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

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并进一步做了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

析。在开展实证研究之前，首先提出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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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发展，对沿线

地区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而聚焦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上，可以

从正式的、政府干预经济为主的直接效应和与沿线国家建立经济交流与合作关系的间接效应两个方面进行

阐述。

直接效应涉及各城市出台相应政策支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金融通，基础设施建设通常面临较大的投融资需求，多方面的参与主体和金融支持必不可少，“一

带一路”倡议派生出多层次的投资基金体系填补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缺口，良好金融环境有效降低

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成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同时，为沿线城市推进相应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了

资金保障（余珮和彭思凯，2021）。金融支持是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最有效的方式，以新疆出台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6—2030年）》为代表，多数沿线省份出台相应金融政策支持区域融

入“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各大金融机构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提供的低息金融贷款，极大地优化了

沿线城市的融资环境、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朱丽萍等，2022）。另外，参照国家层面设立的“丝路基金”，各

城市设立的地方版或部分大型国企和民企设立的“丝路基金”也随之成立，这些“丝路基金”投资方向既与国

家层面的大趋势相符，又呈现一定的地方特色，涵盖交通枢纽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带动企业“走出去”（宋爽和王永中，2018）。

二是设施联通，主要体现在沿线城市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规划，例如，天津在《天津市建立更加有

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以畅通区内外交通为抓手，提升区域合作的便利化程度，为

各项对接合作奠定基础；上海在《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中表明：加强与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联动，畅通内外连接通道、拓展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上海全球城市门户枢纽地位；甘肃则

与重庆、广西、贵州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积极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道路通，百业兴”，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各类要素流通的前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物质保障，不仅有利于双边商贸流通、扩大

市场份额、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而且为

各省市推动外贸发展、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

新动力、新方向（张倩倩等，2020）。出台政策支

持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对

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影响最大、最直观的方面，目

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港多国”的

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基本情况见表 1。
对沿线城市影响的间接效应体现在与沿线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关系带来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根据海关的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值 42.07万亿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3.83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4%，占外贸总值的 32.9%；民营企业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7.85万亿元，增长 26.7%，占同期与沿

线国家进出口总值的 56.8%①。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使得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要素进口竞争降低，将缩

减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促使更多企业开拓出口业务或进行规模扩

张，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与热情，从而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生更高需求（Yang and Ni，2022）。

同时，经济增长产生的“虹吸效应”加速各类资源要素向沿线城市集聚，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负担，

对原有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带来挑战，为维持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嵌套循环，势必会驱动沿线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H1）。

另外，已有不少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而科学技

① 数据来源：国新办举行 2022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

表 1 六大经济走廊基本情况

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涉及的中国沿线城市

日照、连云港、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等
65个地、市、州的 430多个县、市

京津冀地区、呼和浩特、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

乌鲁木齐

南宁、昆明

喀什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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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都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

构升级效应两个维度切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进一步地，从理论机制层

面讨论“一带”和“一路”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的政策效果不对称性。

（二）“一带一路”倡议、科学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产业的

不断创新以及结构的不断变化（邱辰禧，2022）。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支柱。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中，中国企业面临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收缩和供应链封锁的双重危机（王一鸣，

2020）。一方面，市场订单的减少致使企业损失“干中学效应”；另一方面，国外核心中间产品出口的封锁导致

企业无法获得技术的逆向溢出（朱兢等，2022）。“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技术进步（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贸易畅通”不仅开拓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其广阔的市场需求

突破封锁，维持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利用与沿线非发达国家的“位势攀升差”倒逼中国企业创新技术水平的

提升（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而且也加强了与部分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以“中欧列班”为例，当贸易终点

为发达国家市场时，首先发达国家市场对产品的要求更为严格，更利于企业产品的创新；其次出口产品大多

为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产品，工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更需要创新的支持；最后发达国家市场具有

更大的国际竞争（冯芬玲等，2020）。“贸易畅通”政策有力支持了部分具有国际竞争潜力的企业参与国际贸

易，创新是这类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持续发展的重要武器（王雄元和卜落凡，2019）。同时，由“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的税收优惠政策，将降低企业的单位产品研发成本、销售成本和关税成本，为企业从事自主创新活动提

供资金支持，从而正向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政策沟通”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企业能通

过对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或绿地投资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企业通过合资设立研发中心或设立海外子公司融入到东道国的技术体系中，学习并利用其技术

优势、研发成果、管理经验等，将前沿成果和理论技术逆向溢出到母国，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Liu
et al，2022）。二是非技术渠道的作用机制。首先，中国企业能更为深入的了解海外产品市场的标准以及未

来的创新趋势；其次，这些企业能接触更为先进的管理模式、生产技术以激励自身创新（Dai et al，2022）；最

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大，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越大，企业就越倾向于自主研发，更有动

力进行自主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构建了优良的政策环境，而企业创新产出转化的

技术市场成交额和发明专利等不仅能有效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更是区域间技术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基础（Feng et al，2022）。另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与沿线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旅游往来、教

育科技、生态环保、卫生健康以及援助减贫的重要平台，在植入民族文化符号的过程中不断引导与沿线国家

文旅产业的交流与碰撞，从而发掘人文合作交流的创新潜力，进而助推地区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基础设施的

升级。在“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企业和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巨大机遇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将

推动区域科学、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对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促进作用（H2）。

（三）“一带一路”倡议、产业结构升级与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过程，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由高速增

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有学者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定义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三产业占比上

升的现象（孙伟增等，2022），相应的，人口就业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然而现实是中国第一产

业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这直接导致其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在中西部。那么在国

民经济重心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情况下，为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就业形势，就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制造

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弥补由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就业岗位不足等弊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

了新经济政策、新要素、新技术以及新的管理方式，为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新的机会。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产业转移应该从国际竞争中已经或者即将处于劣势的产业向强势产业依次进

行，这种转移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发展，还可以优化本国产业结构。而中国东西部存在较大的资源差异和发展

差距，产业转移国际间的规律“雁阵模型”在我国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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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9）。该理论将产业转移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类是资源导向型。“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使各国家和地

区的生产要素向中国中西部转移，提升了中西部的资源要素流通自由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省际间的产

业转移。第二类是劳动力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倾向于将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在实现产

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能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就业问题。第三类是市场导向型，分为顺向贸易导向和逆向贸易导

向（Zhao et al，2022）。对于顺贸易投资，中西部地区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其产品、资源、人口流动成本较高，

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对逆贸易导向型投资来说，地理条件造成的

交通不便仍然是阻碍西部地区通过逆向投资缩小技术差距的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是建设基础设施，

有效促进沿线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的承接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已有不少

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即推动了沿线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

展。相应的，人口就业也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也将促进上述相关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Razzaq et al，
202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将提升相应区域内的道路、通信、教育和

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Jiang et al，2021）。“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打通了陆海交通通道、消除

了贸易、资金壁垒，利用贸易供需调整、投资环境优化、科技创新改革等渠道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

促进沿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促进作用（H3）。

（四）“一带”和“一路”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核心区域涵盖中国 18个省级行政区，其中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五省圈定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路”）；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

川、云南、广西等 9个省圈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一带”）。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一带”沿线城市的推进思路为通过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互联互通格局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路”沿线城市推进

思路为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并志在开放的体制机制上创新，在国际合作中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那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和“一路”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

用是否对称呢？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面临外部冲击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失去核心，

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还有很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Deng and Du，2020）。换句话说，

“一路”地区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发达和完善，但面临着资源和结构转型的压力，而“一带”地区的工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巨大，但国家政策倾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此时，“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

用是否也存在对“一带”地区更为显著，而在“一路”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政策效果被淡化的情况呢？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时，对“一带”地区和“一路”地区的影响具有不对称

性（H4）。

综上所述，通过理论机制梳理分析，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

设，而且能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对于部分科技发展水

平较高、产业结构较高级的区域来说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趋于完善，强基建的边际效益正不断递减，投入

产出比较低，故政策效应在“一带”和“一路”地区具有不对称性。基于此，下文通过实证分析以验证上述理论

分析的合理性。

四、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在模型构建方面，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设定，

本文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lnICit = α 0 + α 1BRIi × PERIODt +∑αj lnCONTROL jit + CITY i + YEARt + μit （1）
其中：lnICit为基础设施建设；i为地区；t为时间；BRIi为政策虚拟变量；BRIi=1表示地区 i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沿线城市，自然成为处理组；BRIi=0表示地区 i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城市，自然成为对照组；PERI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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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虚拟变量，PERIODt=1表示 t时期为政策实施后，PERIODt=0表示 t时期为政策实施前；BRIi×PERIODt

为双重差分变量；CONTROLj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下标 j指代控制变量的编号；α 0为常数项；αj为各控制变量

的回归系数；CITYi为城市固定效应；YEARt为年份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式（1）的系数 α 1是本文所关注

的政策效果，它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净效应，若 α 1>0，说明“一带

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反之，则抑制。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对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利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第二，

用按类别划分之后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衡量。鉴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主流方向的选择，本文采用

熵值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度。本文在吕鹏和石林（2021）的基础上，遵循客

观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行等原则，从道路设施、能源设施、生态设施、通信设施、文化设施、教育设施、卫生设

施和科学设施 8个方面，共选取 32个指标构建基础设施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 核心解释变量

虚拟变量交乘项，即 BRI×PERIOD。其系数 α 1衡量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净效应。本文将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视为处理组②，其他城市视为对照组。处理组地区 BRIi取值为 1，对照组地区 BRIi取值为

0；将 2014年视为政策节点，2014年之前为政策未实施期，2014当年及之后年份为政策实施期，政策实施期

PERIODt取值为 1，政策未实施期 PERIODt取值为 0。
3. 控制变量

本文在结合相关理论并尽量保证计量模型简洁性的基础上，选取了可能影响基础设施建设（lnIC）的控

制变量，具体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的对数值（lneco）表征；②对外开放水平，以货物进出口额与

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对数值（lnope）表征；③政府干预，以政府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对数值（lngov）表

征；④城镇化程度，以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数比值的对数值（lnurb）表征；⑤技术创新水平，以

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对数值（lntec）表征。

对外开放水平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技术创新水

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此外，本文对以金

额为单位的数据进行了以 2009年为基期的平减调整。囿

于部分城市的关键数据缺失严重，故本文从样本中剔除

了这些地区，最终样本为包含 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样

本期为 2010—2020年。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前文模型构建，本文主回归结果见表 3。

列（1）为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但不

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控制城市固

定效应并引入控制变量但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的回归结果，列（3）为既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又控

制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 3可以看出，在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并

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核心解释变量 BRI×

PERIOD的系数符号始终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② 本文手工整理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由于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大连地区相关数据缺乏，所以实际处理组是 35个城市，包括：北京、

天津、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宁波、舟山、合肥、福州、厦门、泉州、南昌、青岛、烟台、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汕头、湛江、

南宁、海口、三亚、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

虚拟变量交乘项

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政府干预

城镇化程度

技术创新水平

符号

lnIC
BRI×PERIOD

lneco
lnope
lngov
lnurb
lntec

样本数

3058
3058
3058
3058
3058
3058
3058

均值

-0.870
0.080
10.673
-3.123
0.923
3.784
5.339

标准差

0.670
0.272
0.598
1.622
0.551
0.054
1.845

表 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变量

BRI×PERIOD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1）
基础设施建设（lnIC）
0.240***（4.55）

否

是

是

3058
0.352

（2）
基础设施建设（lnIC）
0.248***（5.19）

是

否

是

3058
0.365

（3）
基础设施建设（lnIC）
0.247***（4.77）

是

是

是

3058
0.369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健 t统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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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列（3）为例进行解读，从本文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 BRI×PERIOD来看，其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后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了 24.7%，说明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良好，这一估计结果验证了前

文研究假说部分的假设 1。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严谨性，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

分法检验等方法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具体如下。

1.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动态效应检验能够佐证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共同趋势假设且能考察政策实施

后每一年的政策效应。本文参考前人的做法（Cui et al，2021），将政策虚拟变量与各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交乘

得到多个交乘项，并在原有计量模型中替换双重差分变量进行回归，构建的动态效应模型如下：

lnICit = ∑
t = 2010

t = 2020
αnπt × BRIi × PERIODt +∑αj CONTROLjit + CITY i + YEARt + uit （2）

其中：πt为时间虚拟变量；αn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每一年的政策效应。图 1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

设的动态效应检验图。以政策实施年的前一年，即 2013年，作为基期。可以发现，在 2014年政策实施以前，

估计系数在 0轴附近且置信区间与水平 0轴相交，说明政策干预以前所有年份的交乘项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说明政策干预以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验证了平行趋势的成立。而在

2014年政策实施以后，交乘项系数显著，且政策效应逐渐增大。

2. 安慰剂检验

由于上述模型假定“一带一路”倡议是外生的，不会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在现实情况中，政策往往

会受到各种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且本文所列举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未必能全面概括这些因素，进而

所得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为排除这种可能，本文运用反事实检验的思想，通过安慰剂检验对结果进行反

证。图 2为进行 500次伪政策虚拟变量随机抽样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回归结果分布图。

图 2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水平虚线为 P值=0.1的显著性水平，垂直虚

线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交乘项 BRI×PERIOD的主回归真实估计系数值 0.247，图形展示了 500个“伪政策虚拟

变量”估计系数的分布及相应的 P值。图 2中的核密度曲线呈正态分布，其峰值出现在估计系数为 0的地方，

而本文的真实回归系数估计值 0.247在安慰剂检验中是明显的异常值，且绝大多数系数的 P值大于 0.1，这进

一步反证了本文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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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动态效应检验图 图 2 安慰剂检验

3.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

鉴于估计结果可能受选择偏差的影响，即非沿线城市作为对照组其各方面背景特征可能与处理组并不

相似。因此本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以控制混杂因素，从而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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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尽量规避选择偏差带来的估计偏误。匹

配方式选择核匹配，在成功匹配后选择频数加权

方法进行回归。由表 4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BRI×PERIOD的系数符号始终为正，说明核匹配

后的样本仍然能够得到与主回归一致的结论，即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的基础

设施建设，证明了本文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更改时间窗口期检验

考虑到不同的时间跨度样本数据可能带来

不同的估计结果，本文将样本时间跨度更换为政策前后样本更为均衡（包含政策前后 4年、政策前后 3年和政

策前后 2年）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由表 4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BRI×PERIOD的系数符号仍然始终显

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再次证明了前文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机制检验
在本文的理论假设部分，从科学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机制。为验证该理论

机制是否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的有效传导机制，本文以国内专利申请数衡量科

学技术创新水平（lnsci）。参考方慧和赵胜立

（2021）的研究，使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产

业结构升级（str），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

施建设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由表 5可以看出，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回归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

沿线城市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了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假设 2得到验证；在产业结构升级方

面，回归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了

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假设 3得到验证。

（四）“一带”与“一路”异质性
结合“一带”和“一路”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背景来看，“一带一

路”倡议对“一带”和“一路”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仍然可能存

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一路”虚拟变量（ROAD）与政策虚拟变量相交

乘并纳入回归模型，以探究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由表 6可知，交乘项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一路”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作用弱于“一带”地区，这一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4，即“一带

一路”政策对“一带”和“一路”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具有不对称

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和“一路”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异质性的原因相同（陈瑞华和王飞，2021）。一

方面，“一带”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促进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一

路”地区已有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一定规模，继续扩大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效益不明显，“一带一路”倡议

的政策效果被淡化。

六、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层面的异质性

本文的异质性研究部分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和“一路”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作用的不对

称性，得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强于“一路”地区的结论。本文机制检验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进

表 4 PSM‐DID和更改时间窗口期检验

变量

BRI×PERIOD
城市固定
年份固定
控制变量
样本量

拟合优度

PSM‐DID
核匹配

0.248***（4.80）
是
是
是
3115
0.376

更改时间窗口期

前后 4年
0.216***（3.80）

是
是
是
2224
0.361

前后 3年
0.193***（3.10）

是
是
是
1668
0.399

前后 2年
0.180*（1.75）

是
是
是
1112
0.480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健 t统
计量。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BRI×PERIOD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1）
科学技术创新效应（lnsci）

0.310***（8.50）
是

是

是

3058
0.960

（2）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str）

0.114***（32.77）
是

是

是

3058
0.961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健 t统
计量。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BRI×PERIOD×ROAD
BRI×PERIOD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lnIC
-0.272***（-3.04）
0.363***（5.29）

是

是

是

3058
0.371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健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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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与“一路”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作用的不对称性是否存在传导机制

方面的差异，本文分别对“一带”“一路”地区的传导机

制重新进行了回归。

由表 7可知，在传导机制方面，“一带”地区科技创

新效应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要显著强于“一

路”地区，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却正好相反。简单来

说，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促

进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传导机制，但对整体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高的“一路”地区而言，产业结构

升级对区域基础设施发展的驱动作用比科技创新效

应更明显，对整体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的“一带”地区而言，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中，

科学技术创新是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表明即便对创新水平较高、产业结构更高级的“一路”

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仍能通过相应的方式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该结论与本文理论机制部分的分

析趋于一致。

（二）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彼此并不是相对孤立的状态，而往往是具有一定

的空间相关性，且较近的空间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往往大于较远的空间个体。“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与非沿线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状况，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时应

充分考虑空间溢出特性。本文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相关性进行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

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本文进一步地选用了空间地理标准化矩阵，同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

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基于稳健性的考虑）。回归结果见表 8，在纳入空间因素后，核心解释变量 BRI×PERIOD的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 Spatial‐rho及 Spatial‐lambda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基础

设施建设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城市具有“虹吸效应”。

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城市由于传统产业对地理位置的明显偏好，逐步导致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的“空心

化”，已形成固化的产业空间布局，加之从工业化贸易中获得的“极化效应”削弱了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的动力，使

得东部沿线城市的“虹吸现象”难以扭转，而“一带一路”

倡议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使得沿海沿线城市的这一

效果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沿线城市来说，“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扩大了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对外贸易的动态优

势演变过程中，不断对产业链条上的研发、生产进行整

合，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伴随“雁阵模型”在我国空

间内的演化，东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向中西部支点城市转

移，使得中西部沿线城市在相应区域的产业空间布局逐

渐稳固或形成。由于地理距离导致的空间近邻性，对周

边城市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马丹等，2021），这一现

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

程中较为显著的呈现出来。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引出 4个研究假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其传导机制为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政策效应在“一带”与“一路”地区表现出不对称性。

在理论分析后，基于 2010—2020年中国 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一带一路”倡

议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的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带”与“一路”地区之间表现为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且“一带一

表 7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传
导机制层面的异质性

变量

BRI×PERIOD×BELT
BRI×PERIOD×ROAD

BRI×PERIOD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科学技术创新
效应（lnsci）
0.176***（2.72）

0.209***（4.35）
是

是

是

3058
0.960

产业结构升级
效应（str）

0.055***（9.55）
0.091***（25.11）

是

是

是

3058
0.961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
健 t统计量。

表 8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模型回归
结果

变量

BRI×PERIOD

rho

lambda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1）
空间杜宾模型

0.251***（4.14）
-0.869**（-2.41）

是

是

是

3058
0.094

（2）
空间滞后模型

0.242***（4.03）
-1.113***（-3.44）

是

是

是

3058
0.237

（3）
空间误差模型

0.248***（4.11）

-1.083***（-3.60）
是

是

是

3058
0.252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的稳
健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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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地区有“虹吸”效应；其次，从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能促进沿线城市

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传

导机制在“一带”和“一路”地区有所不同。对于“一带”地区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时，科学

技术创新效应做出了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大的贡献。而对于“一路”地区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表现出

的驱动力比科学技术创新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确能促进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开放型高质量发

展，强化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开放”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利用开放型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

应，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形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嵌套

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复苏。同时，要构建更加全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合理规划“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将

更多城市纳入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缩小城市间对外开放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更进一步的

发展。

第二，鉴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和

企业应充分利用全球的广袤市场，整合科技创新的人才与技术资源，充分发掘科技创新效应的潜力。同时，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推进“五通建设”，强化国际分工与合作，助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

助推基础设施建设更高质量的发展。考虑到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一带”和“一路”地区

发挥的效能不同，这将有助于中国科技、人才和产业等资源的合理分布，政府应合理调配产业与就业结构，助

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三，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因不同的发展定位和区位优势存在异质性，地方政府

在推进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要重视自身资源禀赋特征和其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体

而言，“一带”沿线城市更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机遇，结合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缩小与“一路”以及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以进一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同时，明确

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积极推动“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结合，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和弦共振成

为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手段。

第四，鉴于沿线城市对周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虹吸”效应，沿线城市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时，应加

强对贸易分工体系的优化，积极打通内需、外需，削弱存在的贸易壁垒与边界，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增强区域生产合作的紧密性，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避免沿线城市的“虹吸效应”拉开区

域基础设施发展差距，在维持节点城市竞争优势的同时激发周边地区的发展潜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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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o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ities along the Route in China

Zhang Hong1，Hu Jin2，Chen Zhengxing2，Hu Mingjun3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2. School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3. School of Business，

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Zhejiang，China）
Abstract：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s a critical means of maintaining and revitaliz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s an important driver of
economic recovery.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ities along China’s borders. Using panel
data from 278 Chinese cities from 2010 to 2020 and emplo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the impact，mechanism，and
heterogeneity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se cities wer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promot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ities along its borders，and this conclusion was robustly supported by
parallel trends tests，placebo tests，and other tests.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se cities through its effect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vari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cities along the“Belt”and the“Road，”with
the policy effect being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Belt”cities than in“Road”cities. Further research revealed that the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Belt”cities，while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Road”citie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it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had a“siphoning effect，”which led to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finding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points，enrich the
stud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formulat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y also offe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 open economy.
Keywords：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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